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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身物交互效应视角下开展二语作格动词加工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可行性。首先分析

了动词类型的动感强度以及作格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句法行为。然后讨论了不同类型作格动词语义加工与

身物交互效应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二语作格动词的动性突显及其二语加工中出现偏误的成因。二语作格动

词加工中的身物交互效应制约需要未来实证研究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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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动词语义结构决定动词的句法行为。[1] 人

们根据动词的语义和句法表现将动词分为及

物（transitive）和不及物动词（intransitive verb）；

不及物动词又分为作格动词（ergative verb）和

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verb）。[2-3] 比如： 

（1）a. John broke the window.  

b. The window broke. 

（2）a. John arrived. 

b. Books arrived. 

例句（1a）中的 broke 是及物动词，其句

法特征包含一个主格论元和一个宾格论元，其

中主格论元为施事者，宾格论元为受事者。

（1b）中的 broke 是一个作格动词，其主语和

（1a）中及物动词的宾语在语法形态上相同，

换言之，其主语相应于其用作及物动词时的宾

语。因此，这类作格动词还被称为“成对作格

动词”或可替换作格动词。（2a）中的动词是

一个非作格动词，它与主语之间具有逻辑上的

主谓（施事者—动作）关系。（2b）中的 arrived

是个作格动词，由于该词没有对应的及物形式

用法而被称为无替换作格动词。从线序关系

看，作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的句法结构并没有

区别，二者均为 NP-VP 语序，但这两类动词

的句法和语义特征却明显不同。非作格动词具

有“意愿控制”和“自主性”语义特征；而作

格动词的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则没有这两种

特征，其主语也不是动作的发出者或导致动作

的原因，而是受动作影响的实体。 

从论元结构看，作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都

仅有一个论元。但二者不同的是，作格动词带

的是域内论元，其主语是动词的一个内部宾格

论元，经过移位生成；故其主语的论元角色为

动作的受事者。而非作格动词的主语属于基础

生成，是动词外部具有主格特征的一个域外论

元，其主语通常就是动作的发出者，故其论元

角色为施事者。我们把例句（2b）和（3）进

行比较： 

（3）John jumped. 

表面看这两个句子似乎没有区别：arrive

和 jump 这两个动词的论元数相同、主谓结构

相同。但它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句法操作，我

们将其基本结构分别表述为（4a）和（4b）： 

（4）a. [e [vp arrived books]]. 

b. [John [vp jumped]]. 

由上可见，arrive 的唯一论元为域内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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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形结构中位于宾格论元位置上，经过移位

而出现在句子主语位置，因此，作格动词又称

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而

jump 的唯一论元为域外论元，在树形结构中处

于指示语/主语位置。英语中，虽然无替换作格

动词与非作格动词均属于不及物动词，均不能

用于被动语态，但两者在自主性和施事性特征

方面却不相同。同时，可替换性作格动词和无

替换性作格动词的句法特性也有不同：前者有

一个对应的及物动词形式（作格动词的主语就

是及物动词用法中的宾语），如例句（1）；

而后者只有不及物动词用法。因此，它们在动

作自主性和可控性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别。本文

从动词的这种自主和可控特征入手，讨论动词

的动性特征与身物交互效应对二语加工的影响。 

二、研究简述 

作格动词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个热

点之一，[4] 主要关注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其二语

阅读或产出加工中出现的各种作格动词误用

现象。这些误用表现在不及物动词用作及物动

词、作格动词被动语态的泛用、中国英语学习

者对不同类型不及物动词的不对称习得等

等。[4-11] 朱秀杰、王同顺（2016）发现，[11] 中

国英语学习者在作格动词上更易出错，但在非

作格动词上却很少出错。迄今为止，学者们对

中国英语学习者作格动词加工过程中出现误

差的成因大多从母语迁移、中介语特征、及物

化假说、NP 移位假说等几个视角进行解析。

但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在同一类动词内部，不

同动词之间在动感强度、自发性等方面也存在

差异。而这种与具身相对性密切相关的语义特

征与二语作格动词加工之间的关系问题未见

有专门讨论。因此，本研究从具身相对性角度

出发，试图把具身认知中的身物交互特征、自

主性特征、动性特征等具身语义因素视为影响

中国英语学习者作格动词加工的部分原因。 

动词之间的动感程度和具身等级相差明

显。[12] 比如，Sidhu 等人（2014）请英语本族

语者为 687 个动词进行具身等级评定，[13] 根据

动词词义与身体互动的程度或动感强度分为

1-7 个等级；一级动感很弱，七级动感很强。

动词具身相对性等级及其对语言加工影响研

究 的 实 验 范 式 大 多 通 过 词 汇 判 断 （ lexical 

decision）、图片命名（action picture naming）、

句法类别（syntactic classification）等几种范式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动词具身等级越高，对

词汇加工的反应时间越快；身体与词条所指物

体之间的互动越容易，人们对该词条的加工成

本也就越低。这就是所谓的身物交互效应

（body-object interaction; BOI）。这说明，与动

词所指相关的具身信息是具身动词词义的重

要内容。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作格动词和非作格动

词之间不对称加工的原因可能部分源自两种动

词在身物交互程度、自主性特征等方面的不同。 

三、身物交互效应与具身语言加工 

具身认知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

究身体、环境与大脑心智发展之间的关系问

题。[14-16] 在具身认知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

身语言观则认为，语言加工不仅与语言符号和

语法规则相关，而且更与我们大脑和身体的感

知运动相关。语言理解就是大脑和身体感知运

动系统对语言符号所指物体或事件的模拟。语

言概念本身植根于动作和知觉系统当中；[17-18] 

单词意义植根于我们身体知觉与运动当中，而

非仅仅通过抽象符号进行表征。换句话说，语

言理解离不开大脑和身体感知系统的参与（感

知模拟），身体的各个感官通道均参与到我们

的语言加工当中。[19] 语言理解就是通过心理模

拟而对文本所描述情境的再建构。在具身语言

框架内，语言理解主要涉及知觉、运动、社会

和情感方面的再模拟。比如，当阅读或听到非

作格动词“dance”（跳舞）这个词时，该词能

激活我们大脑中与跳舞相关的所有早期体验，

包括与跳舞相关的视觉、触觉、听觉、体觉等

各种通道信息。它甚至还会激活我们身体的其

他感知运动模拟信息，如跳舞时手、胳膊和腿

的运动反应、以及跳舞场景中的其他联觉信

息。当我们阅读或听到作格动词（the glass）

broke 时，我们的感觉通道（视觉通道和听觉

通道等）便对该词所述的事件状态进行状态模

拟。人类身体和大脑与外界物体之间的“身物

交互效应”（BOI）直接影响着我们对语言的

加工。[20] 所以，二语词条及其表征能否入地

（grounding）决定了我们的感知运动是否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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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理解中发挥作用；词条能否入地又与其相对

具身等级有关。 

（5）a. John broke the window. 

b. John is breaking the window. 

（6）a. the window broke. 

b. the window is breaking. 

（7）a. John cried loudly at the top of 

skyscraper.  

b. John is crying loudly next room at 

midnight when all his flat-mates have fallen sleep.   

（8）a. John is kicking the ball. 

b. John is kicking the cliff. 

例句（5）和（6）中，两个小句的动词虽

然相同，但由于时态不同而使得两个小句中的

同一个动词具有不同程度的身物交互效应：对

现在时态的具身模拟强于对过去发生事件的

模拟。过去时态表述的是已然事件；而现在时

态表述正在进行的动作，所以当读者阅读或者

听到正在发生的事件时，对动词所表述感知运

动体验激活的程度就会更强。例句（7）中的

两个小句除了时态差异所致的身物交互效应

不同之外，动词所述动作发生的时间地点也会

为读者带来不同的具身体验。（7a）中的“cried 

loudly”在句法语境中是从旁观者、远距离视

角观察的，所以“cried loudly”给读者带来的

具身体验与（7b）完全不同。从例句（7）的

两个小句可以看出，语言理解以语言输入为线

索，通过理解者的情景模拟而实现读者对文本

所描述事件身临其境的体验。例句（8）中的

两个小句中的主语、谓语动词和时态完全相

同，但由于受事宾语不同而使两个小句具有不

同程度的身物交互效应：人们对“ball”（球）

的可控程度和互动程度较高，所以，（8a）由

于具有高身物交互效应而更容易加工，而（8b）

中的“cliff”（悬崖）由于和人体动作（踢）

的身物交互效应很低使得读者对该句的加工

成本加大、反应时较长。也就是说，二语单词

的 BOI 等级越高，人体与词语所指之间的互动

越容易，二语词汇加工中就会激活更多的感官

通道参与语义加工，从而实现对目标词汇的快

速加工。我们由此可以推测，中国英语学习者

在加工作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过程中，由于作

格动词缺乏自主性主语，而非作格动词则具有

自主性主语，所以，对非作格动词的加工由于

自主性程度较高而使得其加工成本更低、加工

更容易。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作格动词和

非作格动词不对称习得的原因。[8] 

相对具身（relative embodiment）又称为“体

感”（body sense）（Borghi&Cimatti 2010），[21]

它不仅与显性动作模拟的通道信息相关，而且

也与隐性的内在感知体验（internal sensory 

experience）关系密切。不同动词词条涉及的感

官运动信息和动感程度存在差异；有的动词与

身体的关联程度较高，如 break，有的则较低，

如 melt。所以，“具身相对性”至少有两个方

面的含义：一是动词之间的具身等级不同。有

些动词涉及更多的体感，能够激活更多的感觉

通道，如：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通道信

息，因此具身等级较高；有些词汇则由于其具

身等级较低（或涉及较少的体感或仅涉及一些

内感体验）而在词汇语义加工过程中激活的感

官运动信息较少。二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动词

的具身体验也会有别，这与人们的个人经历有

关。不同的成长背景、受教育水平、地域差异、

文化差异等对同一个语言单位的具身理解也

会因人而异。如“eat”（吃饭）一词对中西方

人来说会激活不同的场景模拟：中国人吃饭用

筷子和碗，吃刚做好的饭菜；但西方人吃饭用

刀叉和碟子，常吃三明治、麦片、沙拉、牛排

等温度稍低的食物，就不会有热气腾腾的感

觉。即便同一个动词，若在不同的结构或句法

语境中，动感程度也不相同，如：“Lunch 

arrived”和“John arrived”，读者对后者的感

知模拟就会比前者更容易。 

四、二语作格动词语义加工的具身视角 

（一）英语作格动词的的语义突显及其二

语加工中的误用分析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宾格动词的误用中，假

被动现象尤其突出。[9] 从英语作格动词的动性

突显和时体标记视角看，中国学生在宾格动词

使用过程中的误用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一

是英语单语素作格动词三义一体的内孕式语

义关系；二是英语作格动词的时体标记特征。 

首先，英语作格动词集行为义、使役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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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状态义于一身，属于内孕式语义关系。[1]

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句法上的使役结构转换。

也正是因为作格动词具有行为、使役和结果状

态三义合一的特点，我们才能把例句（5）和

（6）改写为例句（9）： 

（9）a. John is breaking the window. 

b. John broke the window. 

c. The window broke. 

例句（9）中的“broke”明显包含三种语

义关系：x 给予 y 的行为义、x 使 y 成为某种

状态的使役义以及 y 达到某种结果的状态义。

作格动词“break”的三种语义关系可表述为: 

[ [ x BREAK] CAUSE [ BECOME[ y <BROKEN>] ] ]。

如果突显作格动词的行为义或使役义，那么其

显性句法语义焦点为“[ x BREAK] CAUSE”；

但若强调结果或状态，内孕式语义表征“[ y 

BECOME [ y <BROKEN>] ]”则成为显性句法结

构表征，另外两种语义则处于隐性状态。汉语

中，作格动词大多为双语素结构，两个语素的

语类构成主要为“动词+形容词”配置，动词

表示行为，形容词表示结果。也就是说，汉语

作格动词的行为义和使役义往往映射至第一

个动词语素上，而结果状态义则映射至第二个

形容词语素上。与上面例句中“break”大致对

应的中文作格动词为“打碎”，其中，“打”

表示行为，“碎”则表状态。但“打”和“碎”

一旦合并成为作格动词时，其行为义和使役义

则处于隐性状态。其显性语义表征可写为：[ [ x 

打] CAUSE [ BECOME [ y<碎>] ] ]。汉语中这类

作格动词很多，如“提高、降低、扩大、减轻、

缩小、增强”等等。同时，英语动词中的“be 

V+ed”结构也可表示状态。这与三义合一的英

语作格动词在形式上有重合之处。加上汉语作

格动词的双语素结构，这很可能就诱发了中国

英语学习者作格动词加工中的语义突显对象

与形态结构之间的误配：V 映射作格动词的行

为义、“-ed”（对应于汉语的形容词）映射

作格动词的结果义。我们的这种理解不仅可以

解释中国英语学习者作格动词使用中的误配

现象，而且还能解释中国学生在不同时态的形

态标注（如-ed、-s 等）中常常用光秃动词替

代的原因。 

然后，我们再从英语作格动词句法结构中

的时体标记特点看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误用情

况。作格动词通常表述的是有界事件（telicity），

常用过去时或完成体表述，其句法标记为“V 

+-ed”或“have +V +-ed”。汉语作格动词表

述有界事件时也常用完成体，需要用“了”等

句法标示语标注。 

（10）a. The egg smashed.  

b. The soup has cooled. 

（11）a. 碗打碎了。 

b. 碗打了/碗碎了。 

c. 碗打/碗碎。 

例句（10）中的两个作格动词虽然含有使

役义：[ [ x] MAKE/CAUSE [ BECOME [ y] ] ]，但

不及物作格动词强调的是有界事件的结果，所

以两个小句分别用“V +-ed”和“have +V +-ed”

表示动词所述动作的结果义或状态义。例句

（11a）是汉语中的一个典型双语素作格动词，

“打”（行为或使役义）和“碎”（结果或状

态义）表述作格动词结果义时用“了”标注一

个有界事件的结果。同样，在特定语境中，“碗

打了”和“碗碎了”也由于“了”的标注而能

够表述相同的结果义。但“碗打”或“碗碎”

由于没有“了”的显性标注而缺失作格动词的

状态或结果义。由此可见，作格动词的内在语

义特性必然有其特定的句法属性。不过，动词

的语义内容（semantic content）和语义结构

（semantic structure）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

前者是动词的“语义常量”，而语义结构则为

动词的“语义变量”，指称句法层面活跃的那

部分动词语义。在二语作格动词使用中，作格

动词的内在语义结构和二语学习者的认知取

向相互作用，使得二语作格动词的语义凸显或

隐现受到英语“V +-ed/have +V +-ed”或汉语

“了”的跨语影响而受到干扰，导致二语学习

者在表述状态或结果作格动词时也借助于“be 

+V+-ed”。这种由语义突显所致的二语作格动

词加工偏误间接体现了身物交互效应对二语

作格动词加工的关系。 

（二）二语作格动词的动感特性及其语义

加工 

英语作格动词是动词的一种，其所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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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运动信息是其语义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作格动词具有不同的运动性、自主性、可

控性等语义特征，会诱发不同程度的身物交互

效应，对二语作格动词的加工产生影响。因此，

不同作格动词之间的具身等级也存在差异：动

词的具身等级越高，其在二语加工中的速度就

会更快、加工成本更低；具身等级较低的作格

动词加工成本较高、反应时更长。这是因为，

具身等级较高动词在语言加工中能激活更多

感官通道的参与，使得感知模拟的速度加快。[13] 

就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作格动词的二语具身加

工来说，影响二语作格动词动感特性及其语义

加工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动词的自身语

义属性。从动词词义本身看，作格动词类型不

同，其动感程度也不同；不同动感程度的作格

动词在二语加工中会有不同的加工成本反映。

比如，作格动词“sell”和“occur”都属于英

语作格动词，但二者类型不同。“sell”属于可

替换作格动词或成对作格动词，包含了更多的

行为义和使役义。其行为义和使役义在及物动

词结构中得以充分展现，如“They are selling the 

books”，所以，及物动词“sell”的动感程度

最高，拥有可描述的感觉通道信息，如售书的

场景、买卖双方、付款拿书等具体事件信息。

相比之下，不及物动词“sell”的动感程度相对

较弱；这是因为，不及物作格动词句法结构中

的主语缺乏自主性、可控性特征。比如，“these 

books sell well”中，无生命名词主语“books”

因为缺乏自主性特征而降低了动词“sell”的动

感强度。不过，相较于“sell”，不及物作格动

词“occur”的动感程度更低，因为“sell”受

到及物语义特征的映射而使得其行为义、使役

义相对突显。因此，“sell”能激活学习者更多

的感觉通道信息。由此可见，非作格动词和可

替换性作格动词的及物动词因为有人的主动

参与而使得动词的动性增强。理论上讲，中国

英语学习者对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词的二语

加工更加容易。这一点我们可从中国英语学习

者对不及物动词的不对称习得实证研究中得

到旁证。[8] 第二，动词的主、宾语类型。除了

作格动词主语能够影响作格动词的动性程度

及其二语加工之外，动词宾语也会对中国英语

学习者的二语加工产生影响。比如： 

（12）a. You are breaking the glass. 

b. He is breaking the glass. 

（13）a. John is breaking the glass. 

b. John is breaking the mountain. 

与上文“句子主语影响谓语动词的动性”

相比，动词和宾语之间的关系更能反映语言加

工中的身物交互效应。例句（12）中两个小句

的代词不同，就意味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

感知模拟的视角：对读者来说，第二人称比第

三人称更能激发其具身模拟。例句（13a）和

（13b）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对读者产生

的身物交互效应却有显著差异。（13a）中的

“break”和“the glass”之间具有常规语义关

系：人们若有主观愿望就能够打破玻璃，即：

身体和“玻璃”之间有较高的身物交互效应；

而（13b）中的“break”和“mountain”之间则

有不正常的语义关系，即：个人身体和“大山”

之间的身物交互程度很低，即便有主观愿望但

身体也不具备对大山的可控能力。因此，加工

（13b）时，阅读者的语言加工成本较高、反

应时较长，且会产生 N400 效应，即语义异常

效应。 

五、结语 

本文认为，相较于作格动词，中国英语学

习者会更快更好地习得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

词形式，因而说明具身语义和身物交互效应是

造成中国英语学习者作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

习得差异的重要原因。然而，本文只是粗浅地

讨论了英语作格动词的具身加工、作格动词的

相对具身与二语加工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层面

探讨了身物交互效应视角下开展二语作格动

词加工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可行性。该视角的实

际效果有待将来实证研究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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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object Interaction Effects in Semantic Processing of English Ergative Verbs 

YU Shan-zhi, TAO Jia-yu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feasibility in the processing of English ergative ver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object interaction effects (BOI). It analyzes the motor degree of different verbs, probing into the semantic 

features and syntactic behaviors of ergative verbs. It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OI effects and different type of 

verbs in semantic processing, examining the motor prominence of English ergative verbs, as well as analyzing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misusage of English ergative verb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verify 

the BOI effects’ restrictive elements in the processing of English ergative verbs.  

Keywords: embodied language; ergative verbs; body-object interaction effects;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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